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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剌佛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席，马礼逊则是公认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 “开山
始祖”。剌佛给予马礼逊在华事业多方帮助。可以说，马礼逊在华事业的开拓，与剌佛对其的鼎
力相助是分不开的。但学界研究迄今尚付阙如。本文拟详加探究，祈望能补此方面研究之罅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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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礼逊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华传教事业乃至中国基督教史而言，英国人剌佛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① 堪称一例。马礼逊是英国伦敦传教会 （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传
教士，１８０７年９月４日，奉伦敦传教会派遣抵达澳门，成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② 马礼逊
所以能在中国基督教史上拥有这一地位，与其任职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极有关联。自１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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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剌佛在中文中又有喇佛等写法。因清代惯例，对于外国国名、人名、地名等多加口字旁，所以清代文献中
亦写为喇口佛、喇咈。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认为：“劳勃脱马礼逊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谁都不能否认他是更正教在中国传教
的开山祖”（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书局，１９４０年，第１４７页）；曹琦、彭耀 《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基
督教新教之来华，始自十九世纪初叶，远比天主教和东正教为晚。虽然十七世纪，新教曾有过入华的尝试，

时荷兰政府在武装入侵我国台湾后，曾派遣教士赴台活动，传教二十余年，发展教徒千人左右，但至１６２２
年，郑成功将荷兰殖民主义者逐出台湾，新教限于在台的活动也随之终止。而十九世纪则不然，它持久地、

深入地在大陆产生了影响。十九世纪为基督新教传入我国开辟道路者是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 （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７页）；卓新平主编 《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亦主张马礼逊 “为基
督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７页）；以研究中国传教史而享誉学界的美
国学者保罗·科恩亦主张 “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１８０７年伦敦会的马礼逊 （１７８２－１８３４）之来华”（［美］费
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１８００－１９１１）》（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８９页）。

然而，近年来陆续有人以１７世纪即有荷兰新教传教士在台湾土著民中活动，认为马礼逊并非第一位到中国
的新教传教士，请参龙基成：《基督新教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十七世纪的荷兰传教士与台湾平埔族》，载
《文史知识》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王国平：《不能以马礼逊来华作为基督新教来华标志》，《光明日报》２００４年５
月１１日。但是，诚如台湾学者苏精所说：“荷兰人对台湾原住民的殖民传教，与十八世纪末年崛起的英美海
外传教事业，两者之间有目的和性质的根本差异。前者以求取商业利益为目的，传教士为公司属员，领取
公司薪水，为股东利益服务；传教是遂行殖民政策的手段，一旦台湾统治者易人，传教士随之撤离。后者
则由一般公众组织慈善性传教为团体，并捐款支持经费，以派遣传教士往各处传播福音为目的，因此即使
中国禁教而传教士仍坚忍以待。此所以卡瑞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ｒｅｙ）于１７９３年到印度时，尽管当地已先有英国东
印度公司的牧师，却从来无人质疑卡瑞第一位传教士的令誉。同样的道理，当马礼逊在华期间，东印度公
司广州商馆也驻有牧师，但从来无人会将他们与马礼逊相提并论。”见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其相
关人物研究》，自序，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２００５年，页ｘｉ－ｘｉｉ。



年２月接受剌佛聘请，担任广州商馆中文翻译，直至１８３４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
取消，在华期间，他一直为公司广州商馆服务，在贸易和外交方面给公司极大帮助。而马礼逊也
因任职公司得到公司 “荫庇”，藉此成就其在华辉煌事业。诚如中国著名宗教史家李志刚牧师所
说：马礼逊 “其一生之成就，非藉东印度公司之荫庇，亦断无此辉煌事迹”。① 而最初力主聘请
马礼逊的剌佛，显然尤为关键。

剌佛本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往广州商馆 （Ｃａｎｔ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ｙ）书记，后来逐渐进入决策
委员会，并在１８０７年１月３日，因商馆主席多林文 （Ｊａｍｅｓ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启程返英，由剌佛接
任。② 按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一家商业垄断公司，一向对前往他们贸易区域的传教士持敌视态
度，“唯恐传教活动会引起当地社会的变化，从而损及公司的商业利益，即使传教附带的教育对
于社会底层阶级有启蒙作用，公司仍然担心这会促成底层民众的觉醒与争取权利，将导致当地社
会的不安。”③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东印度公司拒绝最早前往印度的浸信会传教士卡瑞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ｒｅｙ）及其后继者马士曼 （Ｊｏｓｈｕａ　Ｍａｒｓｈｍａｎ）等人搭乘英国船赴印，也不准他们居留在英国
属地上，卡瑞等人只好在加尔各答附近的赛兰坡 （Ｓｅｒａｍｐｏｒｅ）建立布道站，因为该地当时属丹
麦殖民地。马礼逊取道美国来华，也是伦敦传教会向东印度公司提出让马礼逊搭乘公司船只直接
来华的请求遭拒绝后的不得已之举。④ 马礼逊抵广州后，隐瞒其英国人和传教士身份，而自称是
美国人，亦是唯恐英国东印度公司得悉其真实身份后而将其驱逐。⑤

既然公司对传教士持如此态度，而身为广州商馆主席的剌佛缘何置公司禁令于不顾，聘请马
礼逊任职商馆并给予多方帮助呢？其实，剌佛此举也是为了商馆的利益，因为他看中的是马礼逊
通晓中文的能力。马礼逊被伦敦传教会确定来华后，１８０５年起即跟时在伦敦求学的广东青年容
三德 （Ｙｏｎｇ　Ｓａｍ－Ｔａｋ）学习中文。此次学习虽然只有仅仅６个月左右时间，马礼逊却藉此了
解了汉字的初步知识。特别是在容三德的协助下，马礼逊将发现于大英博物馆的中文新约译稿和
借自皇家学会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 《汉语———拉丁语词典》誊写一遍⑥，对其来华后翻译
《圣经》和编纂字典颇有裨益。提及马礼逊学习中文的这段经历，米怜曾说：“后来证明，学到的
语言作用不是太大，倒是拉丁语汉语词典和对照本四福音书更有用些。”⑦ 抵华后，马礼逊仍勤
奋不懈地学习中文，不到９个月时间，已能用官话和广东方言与人沟通，一年后甚至达到能研读
《四书》的水平。⑧ １８０９年底致致克鲁尼牧师信中，马礼逊写道：“每个人都很惊讶，我在短短的
两年内，竟然能够书写中文，也能用官话和当地土语与中国官员谈判。”⑨ 马礼逊的中文能力进
步之快，使居留广州的外人既惊讶又赞赏，这其中也包括剌佛在内。

我们知道，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自１７世纪初就开展对华直接贸易，但长期以来缺乏中文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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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６６页。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三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２４页。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８２－８３页。

马礼逊来华时，伦敦传教会曾破例向东印度公司请求，让马礼逊搭乘公司船只赴华，但遭公司董事会拒绝。

关于此事经过，见Ｅ．Ａ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ｓ　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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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ｓ　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９，Ｖｏｌ．１，ｐ．１５８．
同上，ｐ．１６４．
［英］汤森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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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６５页。



译人才。从１７３０年代起，公司企图培养自己的中文翻译。１７３６年，洪任辉 （Ｊａｍｅｓ　Ｆｌｉｎｔ）来商
馆学习中文。几年下来，洪任辉的汉语已相当流利，“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字文义
亦能明晰。”① 洪任辉因而被聘为商馆专职翻译，对公司襄助极大。但是，随着１７５９年 “洪任辉
事件”发生，洪任辉被清廷判罚圈禁澳门３年，期满即回英国，永不得再来中国。② 商馆的中文
翻译再度空缺。由于聘不到中文教习，商馆培训中文人才的效果可想而知，经过一番挫折后，商
馆终于在１７９３年找到一个中国人 “表示愿意担任中文教师，他本人可以为此事迁到澳门。”③ 但
是即使在澳门，为安全起见，这位教师还是拒绝住到公司的房子里来，而是 “住到远离市区的偏
僻地方去”，学生必须到他的住处学习，并且不能超过３人。３名学生是从自愿跟他学习的人中
选出来的，其中就有剌佛，另外两人是特拉弗斯 （Ｔｒａｖｅｒｓ）和帕特尔 （Ｐａｔｔｅｌ）。④ 此种压抑的
环境和学习时间的限制，自然不利于剌佛等穰熟中文这种极难的语言，加之剌佛和帕特尔后来进
入商馆决策委员会，繁忙的商务使他们无暇顾及深造中文，致使他们的中文能力始终不敷应用。
正当商馆为此问题困扰时，马礼逊的适时出现，无疑给商馆解决长期以来缺乏中文翻译人员

问题带来曙光。商馆主席剌佛最终决定聘任马礼逊为中文翻译。此前，经斯当东的介绍，剌佛已
与马礼逊相识，对马礼逊身份及其来华使命已有所了解。⑤ 剌佛在给公司董事部决定聘用马礼逊
为中文翻译的报告中称：

委员会深入考虑，由曾经介绍给我们的马礼逊接充。这位先生是两年前 ［１８０７年９月７
日］乘美国船 （从纽约到来的 ‘三叉戟号’）到来的，就我们所知是担任宗教任务，而且早
已具有一些汉文知识，由于极大的专心与勤勉，我们相信他现在对汉语文法与词汇已有相当
的进步。⑥

１８０９年２月２０日，剌佛在马礼逊与公司医生摩顿博士 （Ｄｒ．Ｊｏｈｎ　Ｍｏｒｔｏｎ）之女玛丽 （Ｍａ－
ｒｙ　Ｍｏｒｔｏｎ）小姐的婚礼上，当众宣布任命马礼逊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翻译，年薪５００英
镑。马礼逊对此欣然接受。因为这项任命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正如他在给伦敦传教会董事会的报
告中所说：

简要地说就是为我居留当地提供了保障；同时，这一职务有助于促进我的汉语水平，我
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第三个原因是它提供的薪水可以减轻英国教会传播
福音的经济负担。……此外，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发现传教士们乐意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可
能他们会消除对传教士的反感与偏见。⑦

马礼逊所言不虚。这项任命首先使最困扰马礼逊的合法居留澳门和广州问题得以解决。因为
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外国人根本不能合法地进入广州，唯一获准进入中国的是东印度公司
商人，也仅限在贸易通商季节：“每年于七八月间，（公司商船）陆续来粤，兑换货物，至十二月
至次年正二月间，该国货船出口回国。该大班夷商人等，于公司夷船出口完竣之后，请牌前往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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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９期，天３０７－３１０页，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铅印本。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３００页。

同上，第５２８页。

同上，第５２８页。

据马礼逊给伦敦传教会司库哈德卡斯特先生的信，是斯当东将他引荐给剌佛，见 ［英］艾莉莎·马礼逊编，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马礼逊回忆录》（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８８页。但马士认为马礼逊与剌佛相识，是经曼宁介绍。见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
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６８页。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６９页。
［英］艾莉莎·马礼逊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马礼逊回忆录》（１），郑州：

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３页。



门居住，俟七八月间，该国货船至粤，该大班人等，复请牌赴省料理。”① 贸易季已过，外商不
得在广州居留。两广总督李侍尧在谈到外人居留广州时说：

且省会重地，亦不便听任外夷久居窥伺，应请嗣后各夷商到奥，饬令行商将伊带来货物
速行销售，归还原本，不得已居住粤省者，亦令该夷商往澳门居住。将货交与行商，代为变
售清楚，归还银价，下年务令顺搭该国洋船归棹。如洋船已去之后，仍复任听夷商居住省
会，及侵吞货价，致累远夷守候者，即将行商通事，分别严行究拟查追，地方官不行查察，
及实力追还，严参议处。②

为此，李侍尧于１７５９年制订了一个 “防范外夷规条”，又称 “防夷五事”。③ 乾隆帝在１７６０
年批复李侍尧关于 “防夷五事”的奏疏中明确规定：

嗣后粤东贸易夷船，应令于销货归本后依期回国，若行贷未清，情愿暂留澳门居住者听
便。④

质言之，如果贸易季已过，外商即使货物尚未售罄，仍须离开广州，回国或是居留澳门。在
当时情况下，外商自然情愿居留澳门，澳门遂成为各国商人居留之地。这一情形直到１８４２年前
仍未改变。１８４３年，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奏云：

其在广州贸易各国商人，于买卖事竣，船只开行之后，所有各国派来管理贸易之人，及
有账目未清之商贩，因例不准寓居广州，亦赴澳门向大西洋赁屋而居。此大西洋向来在澳贸
易完税及各国商人留澳寓居之章程也。⑤

但是，这一规定只是针对商人而言，对于传教士身份的马礼逊来说，合法居留澳门同样为清
政府所不允。虽然自明末开始，澳门已为葡萄牙租借使用，但明清政府一直对澳门实行有效管
理。清政府出于禁教目的，严禁非商外国人居留澳门。１８０５年１１月，清政府颁令严申广东省禁
止传教的同时，规定除商人外，一律不准外国人在澳门停留：

嗣后着该督抚等饬知地方官，于澳门地方严查西洋人等，除贸易外如有私行逗留、讲经
传教等事，即随时饬禁，勿任潜赴他省，致滋煽诱。其有内地民人暗为接引者，即当访拿惩
办，庶知儆戄。并当晓谕民人等，以西洋邪教例禁綦严，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网，俾无知
愚民各知迁善远罪，则西洋人等自无所肆其簧鼓，即旧设有天主堂之处亦不禁而自绝，此尤
潜移默化之方。该督抚等惟当善为经理，实力稽查，绝其根株，正其趋向，亦整风饬俗之要
务也。⑥

１８０９年，两广总督百龄再奏 《酌筹民夷交易章程》折，对外人留居澳门亦作严格限制：“各
夷商销货归本后，令其依期随同原船归国，不得在澳逗留，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司事者一、
二名，在澳住冬清理，责令夷目及洋行商人将名造册申报，俟次年即令归国，如敢任意久住，或
人数增多，查明驱逐”、“澳内为地无多，民夷杂处，请将西洋人现有房屋户口查明造册，不许再
行添造，民人挈眷在澳居住者亦令查明户口造册，止准迁移出澳，不准再有添造。”⑦

再次，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传教士历来将澳门视为远东传教基地。澳门天主教界自
然对信奉新教的马礼逊没有好感，不希望他在澳门久居，为此甚至经常向中国官府禀告，要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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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防夷五事”的具体内容，请详参中国第一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
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６－３４０页。
《大清会典事例》卷５１１。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７０。
（清）王之春撰，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５２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第３９５页。



马礼逊驱逐出澳门。①

另外，享有对华贸易垄断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亦不希望马礼逊居留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
确保对华贸易的垄断地位，唯恐与传教士有牵连得罪清政府而损及公司商业利益，因此不仅拒绝
传教士搭乘公司船只来华，而且亦严禁非商英国人居留广州和澳门。１８０７年９月，马礼逊甫抵
澳门，斯当东即告知他除商人外，英国东印度禁止任何英国人在澳门居住。② 可见，澳门亦非马
礼逊可长久居留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马礼逊已决意到槟榔屿去，希望在那里继续学习中文，并盼望能完成他的初
步计划。③ 在他作好准备，甚至已经定好日子离开澳门赴槟榔屿之时。剌佛在其婚礼上宣布聘请
他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中文翻译，他得以合法居留在澳门和广州。

当然，这一任命对马礼逊的另一重要意义，就是其担任商馆中文翻译所得５００镑年薪不仅可
减少伦敦传教会的经济负担，同时亦大大缓解了马礼逊的经济窘境。按照规定，马礼逊只是在贸
易季节，即每年的８月到次年２月或３月，住在广州忙于政务、商务。在非贸易季节，马礼逊就
像商馆其它职员一样居住澳门，这对改善其经济状况也极为有利，因为当时澳门房租要比广州便
宜许多。尤为重要者，马礼逊可以利用这段政务、商务 “间歇期”，从事其翻译圣经、编纂 《华
英字典》等工作，澳门实际上成为马礼逊成就其作为新教在华传播开山祖的奠基事业之稳固基
地。④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认为：如果不是东印度公司，马礼逊 “不可能在中国与葡萄牙当局的压
力下守住自己的阵地。”⑤ 英国人汤森亦认为，马礼逊被聘请为商馆中文翻译，“这份邀请决定了
他的命运，也拓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领域”、“他成为一个财力雄厚的大公司的职员，公司的保护
可以使他免受当地人和罗马密使的敌意。”⑥

剌佛给马礼逊的另外两项帮助，对马礼逊而言同样至关重要。

第一、尽其所能为马礼逊编纂 《华英字典》提供便利乃至资助，并为公司最终斥资出版 《华
英字典》奠定了基础。马礼逊来华前，伦敦传教会在训示中交付他的三项任务是学习中文、编纂
字典和把 《圣经》译为中文。⑦ 其中编纂字典是马礼逊主动向伦敦传教会建议的。因为 “中文是
一种及其艰深的语言，在全无工具书帮助的情况下，学习不易。”⑧ 马礼逊甚至认为，“与天下任
何其它语言相比，即使有最好的帮助，中文仍可称为一种很难掌握的语言。”⑨ 马礼逊主动提议
由自己编纂字典，目的就是藉此给后继来华的传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便利。因此在其来华的第二
年，即１８０８年初，马礼逊便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开始编纂字典和翻译 《圣经》。当剌佛从商馆医
生皮尔逊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ｅａｒｓｏｎ）处得知马礼逊正在编纂字典时，就决定为其提供帮助。剌佛此
举应出于两种考虑：一、剌佛本人有过从华人短暂学习中文的经历，深知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和困
难性；二、商馆一直为缺乏优秀中文翻译人才困扰。为解决这一问题，剌佛在担任商馆主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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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方面情况，请参拙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４３－
１４５页。

Ｅ．Ａ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ｓ　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９，Ｖｏｌ．１，ｐ．９０．
同上，ｐ．２５０．
有关此方面研究，请详参拙著：《马礼逊在华事业与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第十一届学术研究奖学
金项目成果，未刊稿。
［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页。
［英］汤森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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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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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采取措施加强中文研究，特在商馆内辟一大房间作为图书馆，搜集各式书籍，其中包括许多中
文典籍。① 这些当是剌佛愿意帮助马礼逊编纂字典的一个重要原因。

１８０８年３月，适值贸易季结束，按规定商馆职员往澳门度夏，剌佛亲自邀请马礼逊同往澳
门。② ５月，剌佛又通过皮尔逊从澳门致函已返回广州的马礼逊，转达其愿意资助马礼逊编纂、
出版字典之意。马礼逊在５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今天收到了皮尔逊医生的信，信中说剌佛先生赞同我编一部汉语字典的设想，愿意在
费用方面帮助我，认为东印度公司也不会反对。皮尔逊医生催促我去澳门，希望澳门葡萄牙
政府或天主教会不要干涉我的计划。③

７月，剌佛又亲自致信马礼逊，邀请其前往澳门休养身体和编纂字典，并保证其不致受到澳
葡当局刁难。④ ８月４日，马礼逊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来澳门是受英国商馆大班剌佛先生的
邀请休养身体的。剌佛先生和另一位先生善意地帮助我实现目标之一———编一部汉语字典，随着
我汉语知识的增长，我每天都在编写词典。他们两位对我的帮助包括提供广州和澳门的住所，这
笔费用可高达１５０镑。”⑤

在剌佛的带动下，商馆上下对马礼逊极为友善。皮尔逊把自己收藏的一部包含两万余个拉丁
文单字与中文字词对应的拉丁文和中文字典借给马礼逊使用。马礼逊来华前，曾从英国皇家学会
借得一部中文和拉丁文字典，并誊抄了一份带到中国，如今正好可以和借自皮尔逊的这部拉汉字
典交互对照参阅。斯当东把他自己学习中文使用的字汇借给马礼逊；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借给
马礼逊一部其收藏的拉丁文和中文字典；二班益花臣 （Ｊｏｈｎ　Ｆ．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送给马礼逊一本价
值５０英镑的新版 《拉丁文———中文字典》、茶叶检查员波尔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ａｌｌ）则送他一部西班牙文
的中国文法等。⑥ 这些既为马礼逊从事编撰字典提供借鉴，同时也成为马礼逊学习中文知识的重
要参考书。
可能是剌佛等提供的帮助，马礼逊编纂字典的进度很快，到１８０８年７月，已经著录了５０００

个字，包括例句与对应的英文单字在内。然而，１８０９年２月马礼逊任职商馆中文翻译后，因商
馆事务分身，编纂字典的进度受到相当影响，已无法按最初所定两三年完成。⑦ 尤其是１８１０年

１２月，因公司董事会认为剌佛处理英国占领澳门事件不力，解除其商馆主席职务，由波朗
（Ｈｅｎｒｙ　Ｂｒｏｗｎｅ）接任；商馆原来的中文翻译员斯当东亦结束休假回广州复职。⑧ 商馆人事的变
动，使马礼逊继续任职商馆及字典的编纂、出版变得前途莫测。因为按当初约定，一旦斯当东复
职，商馆应立即解除马礼逊商馆临时译员的工作。所幸继任商馆主席的波朗长期供职于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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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影响字典编纂速度的除因商务、外交分身外，马礼逊学习中文、翻译 《圣经》和编纂字典是三项
任务同时进行，也是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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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知道他 （指马礼逊———引者）的工作是如何需要”，加之斯当东也力荐马礼逊①，商馆乃
决定继续聘用马礼逊，并支付工薪给他。波朗在给董事会的报告中称：

虽然去年４月２３日给我们的秘密训令，明确要求不再发给马礼逊的工薪，上季他在与
中国政府的商谈中，曾尽了主要的力量，而在该时期尚未告知董事部，同时，他当前的工作
是作为一个教员，以达成非常渴望的目的，即将中国语文知识在公司的中国工作人员中更为
推广，这件事似乎完全未在董事部预料之内，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被授以全
权，继续支付马礼逊现在的工资，支付他任教员及中国语文的临时翻译员的报酬，并候董事
部意见如何。②

波朗继续聘任马礼逊为译员，并且进一步任命他为中文教员，负责教商馆书记学习中文，应
与其提出允许华人教授英国人学习中文的请求遭两广总督长麟拒绝有关。为解决商馆中文翻译人
才缺乏问题，波朗曾请求长麟允许广东人教英国人学习中文：“英吉利国人爱学中国话，若许广
东人教我们买卖人会说话，就能够通中国法律了。”③ 但长麟以此 “与定例有违”加以拒绝。④

波朗担任商馆主席为期不长，１８１１年贸易季度，益花臣成为商馆主席。⑤ 斯当东则因健康原
因，也于１８１２年１月启程回国。斯当东离职后，其翻译员职务则改由马礼逊担任。鉴于他此前
已被雇任翻译员和商馆人员的中文教员，年薪是５００镑，现在则认为他应该另外收取以前付给斯
当东的年薪５００镑，因而决定将马礼逊的年薪提高至１０００镑，并享有英国商馆的其他待遇。⑥

商馆决策委员会在给董事会的报告中称：

由于斯当东爵士的离开，我们失去了他在汉文方面的极有效的帮助，在近来经常与中国
官吏来往中，体验到能够直接交往有很大的便利，而不再受到中国通事的阻挠，他们在各种
情况下都无法将我们的感情表达得完善与正确，同时，由于我们渴望维持从当前看来存在着
的中国官吏与我们之间的善意谅解，因此引起我们提出将汉文秘书一职授予马礼逊，而他的
才能，在各方面都可以完全保证胜任这个职位的工作。⑦

公司董事会勉强同意了对马礼逊的任命。“同时，马礼逊将他编著的汉语语法手稿交来，委
员会将它寄送大总督，在加尔各答付印”。⑧ 对马礼逊编纂字典极为支持的益花臣，鉴于以往剌
佛仅是 “口头答应帮忙，并非公司正式的赞助”⑨，为免将来因商馆人事变动而影响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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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ｕｓａｎ　Ｒｅｅｄ　Ｓｔｉｆｌｅｒ，“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Ｃａｎｔ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６９ （１９３８），ｐｐ．６２－６３．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三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０页。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７页。

同上，第１５７页。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三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２页。
［英］艾莉莎·马礼逊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马礼逊回忆录》（１），郑州：

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８页。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三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１页。

这部 “汉语语法”实即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马礼逊自题中文书名为 《通用汉言之法》。今
有学者将此书译名为 《中国语文法》、《中国语言入门》、《汉语语法》等，显系未见原著之故，宜名从撰主。

１８１１年马礼逊即著成该书，斯当东审读手稿后极为赞誉，建议商馆将手稿交由孟加拉政府出版。但不知何
因，这部书稿被束之高阁三年，直到１８１５年才在赛兰坡出版。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ｙｌｉｅ，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ｉｐｅｉ，１９６７，ｐ．７．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８８页。



益花臣建议马礼逊向商馆提出正式资助申请。马礼逊亦认识到编成后的 《华英字典》，作为一部
需中英文夹排印刷的大型工具书，毋庸说印刷技术，即是印刷所需费用，也是他本人乃至伦敦传
教会所无法承受的。但是，“如果这部字典无法出版，那不仅普通民众，还有在华传教事业，将
很大程度上丧失在汉语学习方面此字典应有的帮助，而这部字典首要和主要 （尽管不是唯一）的
目的就是提供这样的帮助。”① 考虑到这些，马礼逊遂于１８１２年１１月致函益花臣，正式申请商
馆协助字典出版。
益花臣将马礼逊的申请转呈董事会，并极力推荐马礼逊的计划，“他认为欧洲各国长久以来

迫切需要一部广为流通的中文字典，英国东印度公司如能促其实现，将为公司带来赞助知识的文
化美誉。不但增进英国对于中国的了解，也可能促进中国对于英国及英国人刮目相看，从而有助
于公司对华的贸易。”② 益花臣巧妙地把这部字典和国家荣誉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连接在一起，

强调这部字典在政治和商业利益上的实用价值，终于打动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１８１４年４月，
公司董事会通知广州商馆，新雇佣一名印工汤姆司 （Ｐｅｔｅｒ　Ｐｅｒｒｉｎｇ　Ｔｈｏｍｓ）带着一台印刷机和一
副活字等设备搭船来华。１８１４年９月汤姆司到达澳门建立印刷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澳门东
印度公司印刷所 （Ｔｈｅ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Ｐｒｅｓｓ），它被称为 “中国最早的一家现
代概念的出版机构”。③

在经过一番铸造字模等印刷准备工作后，１８１５年２月，字典开印。因卷帙浩繁，马礼逊又
未完稿，加之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华英字典》的印刷时断时续，直到１８２３年４月，历经８年
多，这部分为三部分共六卷、总数近５０００页④的 《华英字典》方印刷完毕。作为历史上第一部
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出版后即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马礼逊亦因此备
享殊荣。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 （Ｊｅａ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ｂｅｌ　Ｒéｍｕｓａｔ）即认为 “马礼逊博士的 《华英
字典》与其它字典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⑤ 德国著名东方学者蒙土奇博士 （Ｄｒ．Ｍｏｎｔｕｃ－
ｃｉ）亦这样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在这十年间印行多种书籍，他对于欧洲学人的影响远胜于传
教士在上一个世纪所印行的书本或未刊行的全部稿本……”⑥ 这其中影响最大者除 《圣经》中译
本外，非 《华英字典》莫属。由于 《华英字典》富含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哲学、
政治、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内容，实为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英国人汤森即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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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米怜著，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２页。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８９页。

叶再生：《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载 《出
版史研究》第一辑 （５－３４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３３页。

关于 《华英字典》各卷页数及总页数，各家说法颇异：伟烈亚力说有４７７５页，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ｙｌｉｅ，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ｉｐｅｉ，１９６７，ｐ．７．；库寿龄１９１７年出版 《中国百科全书》认为：
“第一部分第一卷ＸＶ　ＩＩＩ＋９３０页，第二卷８８４页，第三卷９０８页；第二部分第一卷ＸＸ＋１０９０页，第二卷

ＶＩ＋１７８，３０５页，第三部分４８０页”，即库寿龄也认为 《华英字典》的总页数也是４７７５；叶再生则认为第一
部分第一卷为２＋１８＋９３０页，第二卷１２＋８＋１０７２页，第三卷９０８页；第二部分第一卷为２０＋１０９０页，第
二卷５＋３５０页；第三部分５＋４８０页，共４９００页，参见叶再生 《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
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 《出版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１６页；汪家熔认为：第一部分第一卷为９５４页，第二卷８８４页，第三卷９１０页；第二部分第一卷１１１０
页，第二卷４８８页；第三部分４９０页，通共４８３６页。见 《商务印书馆史及其它———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
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１－２７２；英国人汤森计算的总页数为４５９５页，见 ［英］汤森
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第１１１页。

Ｂｒｏｏｍｈａｌ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Ｂｕｉｌｄ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２４，ｐ．１５３．
［英］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３页。



部字典，几乎既可以当一部字典，又可以当做一部百科全书来使用，它包括了有关中国的传记数
据、历史和民族风情、礼仪和国家制度的评介，是一部汇集了有关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文献的最
丰富的资料的工具书。”① 《华英字典》对中国科举制评介尤其详细，第一部分即根据汇集了清朝
相关法令及官方文献的 《科场条例》和 《学政全书》等基本资料，用１５０多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
科举制的历史发展、条令规则和实施情况。诚如美国著名学者邓嗣禹所说：“由于中国的科举制
在１８１５年之后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因此该辞典中有关科举制的部分，迄今仍不失为已译成英文
的最好的原始材料”，《华英字典》的出版 “使西方社会掌握了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并且比以往
更深刻具体地认识了中国的制度”。②

马礼逊对于自己的成就，也颇感自豪。他说：“当初伦敦传教会决定开创中国的传教事业时，
英国对中文的知识，要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落后，而且如有人想要学习中文也得不到帮助。然
而，在今天，由于伦敦传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的努力，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资助，英国在掌握中
文知识这个领域里，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欧洲国家。”③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 《华英字典》的出版，提供了高达１０４４０镑的赞助，马礼逊对此极为感
激。正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 （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所说：“如果不是东印度公司，他的字典
根本不可能印刷出来。”④

第二、剌佛对马礼逊传教事业给以理解与支持。我们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向来对传教活动
持敌视态度。据一本关于 “近代宣教之父”卡瑞的传记称，早自１７５７年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就
已对基督教持反感态度。该书称：

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自成一个独立王国，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设有政府机构，公司职员都
成了这个人口众多的印度的官员，实际在统治着印度。……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和官员的道
德极端堕落和腐败，他们的脑袋已彻底地东方化，对于基督教的传播会使印度人产生狂热，
公司所有的雇员将会造成过度的恐惧。⑤

时过３０多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基督教的态度仍然没有任何改变，１７９３年英国东印度公
司董事会通过如下一项决议：

使用我们的船队载送传教士驶往我国在东方的殖民地是最愚蠢的、最过分的、代价最高
的和不可原谅的方案。
这样的一种方案乃是有害的、冒失的、无价值的、危险的、赔钱的和异想天开的。它冲

击了公司的所有的理性和政策，把我国殖民地的平静和安稳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⑥

正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基督教的此种态度，１８１４年，伦敦公司总部听说马礼逊印发
《新约》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后，即致函马礼逊，要解除其在公司中的职务，将他从公司除名。信
中说：“本部听说先生印刷中文圣经和劝世文，引起中国反对，皇帝下有谕旨，禁止这书，并要
重治相帮的人。我们想这样作去，与贸易总受影响。现下决议，公司辞退先生职务。我们知道先
生品行道德，办公殷勤，又谨慎小心，不分外惹事，公司受先生的益处很多，定以四千元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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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汤森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１１页。
［美］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在西方的影响》，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
四辑 （２００－２３１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１５页。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页。

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３－２４页。

同上，第２３页。



敬。”① 不仅仅如此。１８２６年１１月，马礼逊结束休假返回中国前，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虽批准其复
任翻译和中文教员，但命令他的任期以三年为限。对董事会的这项命令，不仅马礼逊感到 “对前
景相当不安和失望”，澳门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亦有同感：

我们提及这个问题，不能不回想到，马礼逊博士学习汉文是坚定而百折不回的，当时要
得到本地教员的帮助，只能偷偷摸摸的，而教员则冒了极大的人身危险，汉文学生以前所遭
遇的一些重要困难，在他开始工作以后，就不再存在了，几种有用的初级课本和一本远比罗
马传教士更有价值的字典，经马礼逊博士的辛勤劳动和董事部的慷慨，已使其能公诸于世，
但在这些著作的荣誉应该更多地属于编纂者时，对他差不多完全未有产生过金钱上的利益；
无论如何，必须永远认为马礼逊博士，是把中国语文知识的途径，开辟给他的同仁的主要人
物。②

１８３１年１月，马礼逊已为公司服务２０余年，澳门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专函呈报伦敦东印
度公司总部，要求给予马礼逊养老金。按规定，为公司服务２０年以上，公司就应付给养老金，
但伦敦总部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他们仍视马礼逊为公司临时人员。③ 马礼逊受到的这些不公正
对待，除却其传教士身份外，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可以解释。
但是，与伦敦公司总部对马礼逊的态度不同，澳门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商馆对马礼逊极为友

善。尤其是商馆主席剌佛，一直热心支持马礼逊所属的伦敦传教会的文化和慈善事业。与马礼逊
第一次会面，就邀请他到商馆与职员共进午餐。剌佛的举动 “也带动其余职员对他的好感，办事
处上下了解他东来的目的，也很同情和钦佩他的勤奋学习中文与严守基督教规律。”④。促使马礼
逊接受聘任的直接原因，除商馆表示愿意资助他编纂和印刷出版 《华英字典》外，剌佛对马礼逊
商务之余从事个人的传教及翻译活动予以默认亦应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从１８１５年马礼逊致澳门
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确认：“我所从事的个人传教事业，仍与我当初加入
公司时一样……，这是公司在最初雇佣我任译员时就已说明且取得默契的。”⑤ １８１３年，剌佛在
澳门去世。⑥ 临终前他告诉马礼逊：“只要时机成熟，我相信你的 《圣经》中文译本一定会被中
国人接受。我们 （商馆人员）能够这样回答中国人：‘我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书籍。’马礼逊先生
正好有此能力并愿意将此书翻译成中文，让你们能读明白；接不接受完全在于你们，我们坚信马
礼逊先生已经完成一项伟大工作。”⑦ 为表示对马礼逊传教事业的支持，剌佛还留赠１０００元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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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海恩博著，梅益盛、周云路译：《马礼逊传》，上海：广学会，１９３２年，第２７页。
［英］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五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３页。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３页。实际
上，早在１８１８年，公司在华职员鉴于马礼逊工作的重要性，就认为应该给马礼逊加薪。商馆决策委员会秘
书莫里斯 （Ｆ．Ｊ．Ｍｏｒｒｉｓ）甚至为此起草给伦敦董事会的报告：“有鉴于此，我们已经告知马礼逊博士我们向
董事会提出建议，并于年内给他增加３００镑的年薪，与一位高级医生的待遇相同；同时我们还建议董事会应
该让马礼逊博士享受退休金的待遇，与医生和牧师待遇相同。据此标准，我认为一年应增加６００镑的津贴。”
［英］艾莉莎·马礼逊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马礼逊回忆录》（１），郑州：

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５页注 ［１８４］。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第８４页。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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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２５１．
［英］米怜著，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４页。



礼逊，用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马礼逊后来把这笔钱用于出版１２开本 《新约圣经》。① 可能受
剌佛的影响，１８１４年，广州商馆一位佩里爵士 （Ｗ．Ｐａｒｒｙ　Ｅｓｑ．），临终前将１０００西班牙元赠给
马礼逊，目的是助其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其中一部分被用于印刷１２开本的 《新约圣
经》。②

商馆对马礼逊传教活动的支持，还表现在益花臣不忌教派差异，聘请马礼逊担任商馆牧师职
位。还有，每当马礼逊面临被伦敦总部除名、失去在华合法居留权时，商馆总是极力为马礼逊申
诉。由前揭可知，１８１４年澳门东印度公司收到伦敦总部解除马礼逊职务的通知，认为这样对马
礼逊有失公正，乃要求公司总部给予进一步说明。他们以等待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的进一步说明
为由，继续留用马礼逊。１８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斯当东致函马礼逊，将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决定通
知与他：

……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您对我们东印度公司事务的重要性，而且根据我们以往与您的交
往及个人对您的了解，我们相信您的谨慎与判断力，正因为如此才让您受雇于东印度公司，
置身于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岗位，因此我们决定暂缓执行董事会的上述决议，直到董事会就此
做出进一步的指示。
我们下此决心是因为董事会基于错误的信息才做出这一决定，他们对这项决议的性质，

还有对您或对在华贸易造成的影响及危险程度的理解有误；因此，我们请您惠赐更详细的信
息以及您对此事的解释，让我们给东印度公司的雇主提交一份更公正的报告。③

经过商馆力荐和马礼逊回信辩解，马礼逊最终得以留任。１８２６年１１月，马礼逊结束休假返
华，伦敦公司董事会虽继续任命马礼逊为公司职员，但下令三年后停止雇佣他。亦是商馆极力争
取，公司董事会才勉强同意给马礼逊永久性委任。在当时清政府仍厉行海禁政府、严禁外人居留
和传教的形势下，继续任职商馆对马礼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亦可视为广州商馆对马礼逊
在华事业的支持。
笔者认为，马礼逊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服务，在对华贸易和外交方面给公司提供了不可或

缺的帮助。而公司给予马礼逊的 “荫庇”，则成就了其在华辉煌事业。因为若无与东印度公司关
系，马礼逊在广州、澳门合法居留尚成问题，更遑论开展其在华事业。马礼逊与公司这种关系的
建立肇始自剌佛，藉斯当东等鼎力协助得以延续。正因如此，马礼逊对剌佛极为感念，称赞剌佛
“正直、友善而且仁慈，备受人们敬重。”④ 恰如有论者所说，“就促成基督新教在中国的播种以
及第一部出版的中英文字典而言，罗伯赐 （即剌佛———引者）对于这些颂词的确当之无愧。”⑤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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